
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
特点与价值述论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①

张　勤

　　提　要：浙江乡镇村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
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委、政府、方志部门、学者及乡民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乡镇村志

书的编修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总体质量颇佳，在编修出版、体例内容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

特点，并展现出丰富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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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素称 “方志之乡”，地方志编纂具有悠久的历史，始自宋代的乡镇志 （含乡、镇、

村、里等志）编纂也有着优良的传统。现存最早乡镇志常棠 《澉水志》（１２５７年刊布）就产
生于浙江海盐。明清时期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和人文教化的繁盛，乡镇志作为府县志的基础

被大量编修，民国时期编修的乡镇志也为数不少。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伴随首轮修志的
大规模开展，以及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乡镇志编修开始进入兴旺期。首轮修志中，浙江省

是全国出版乡镇志最多的省份。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
的不断发展、民众历史文化意识的不断增强，乡镇村志书 （以下简称镇村志）的编修发展迅

速、方兴未艾。

浙江乡镇志的编修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

于全国前列，备受瞩目与称道。对于浙江乡镇志，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以之为研究的基础和史料资

源，进行关于各时期江南市镇经济、人文以及基层社会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多利用包括浙江

乡镇志在内的地方文献，成果数量众多、积淀深厚。此外，学术界对浙江乡镇志文献本体的研

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学方面的查考著录与整理成果，对浙江乡镇志进行查考著录、编

纂提要与汇编整理，二是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乡镇志进行研究，三是相关史学专题研究方面的成

果，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的综合考察以及从编纂学角度进行的分析探索。在后两类研究中，浙江乡

镇志被置于乡镇志的整体框架内，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时，学术界目前的主要关注点，在

于对乡镇志的史料价值、所体现社会职能等问题的研究。

以往研究多以乡镇旧志为资料或对象，关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镇新志的研究则相对

较少。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的浙江镇村志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涉及的人力物力颇为可

观，但截至目前，浙江镇村志编修的总体状况尚不明确，志书的整体质量与编修效果不甚明晰，

志书编纂与乡村发展和乡村研究之间的关系亦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存在很多需要厘清的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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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以外，已有部分省市地方志工作机构通过对当地新中国成立后的镇村志编修展开调研，并形成调

查报告，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 《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编修调查》、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 《改革开放以

来广州地区村志的编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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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已定并大力开展，在镇村志编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的今天，对新修镇村

志的编修状况及其特点价值作出适当的回顾总结和探索研究，不论是对浙江镇村志编修本身，还

是对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是必要的。

一　编修历程
在历史的长河中，浙江乡镇志的编修成逐步递增的发展趋势，宋→明→清→中华人民共和

国，呈现阶梯递增模式。根据相关研究成果①，我们统计出浙江乡镇志书各时期的数量分别为：

宋代４种，存１种；明代２７种，存７种；清代１２７种，存７１种。另据全省地方志系统、图书馆
系统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统计②，浙江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２０１８年间，共编修镇村志约７００
种，其中乡、镇、街道志约３００种，村志约４００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镇村志编修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那

时镇村志编修为数不多，且多未公开刊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之间，有较长一段空白期。改革开放
以后是第二阶段，伴随新方志首轮修志的大规模开展，镇村志编修开始步入兴旺期；进入２１世
纪后，镇村志编修保持发展态势并在近年加速发展。

（一）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镇村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方志编纂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全国许多省、市、

县纷纷抽调人力、设立机构，积极开展新方志编纂，掀起了社会主义第一次修志热潮。但由于特

殊的历史原因，“１９６７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 （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地方志”的规

划并没有持续贯彻下去，新方志编纂也陷入停滞状态。③ 据现有确切资料，这一时期浙江省有８
个市县启动新方志编纂，编成２部新方志初稿，没有正式出版新方志。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镇
村志更是较少编修，以私人修撰为多，多以稿本形式存在，较少刊印。因存世少且散失多，这一

时期的乡镇志数量尚无统计。浙江现存仅见４部，均系未刊本，其中２部私修，依成志时间先后
分别为丽水的 《锦溪乡志》 （１９５７），嘉兴的 《嘉兴县惠民人民公社社志》 （１９５９），湖州的
《“双一”简志》（１９６１）、《南浔小志》（１９６６）。

丽水龙泉林福生所纂 《锦溪乡志》成稿于１９５７年７月，系横排竖写本，有６９页，１万余
字。此志实承民国修志之余绪。张和孚编 《南浔小志》，１９６６年未刊稿本，共２册４卷。此志在
周子美所赠 《南浔镇志稿》基础上纂辑，上限１９１２年，下限１９４８年。《嘉兴县惠民人民公社社
志》，１９５９年４月编印，１６开油印本，共５章，约４４万字，文字叙述很少，也无体例可言。严
格意义上讲，这部所谓社志，更像是一本档案资料汇编。湖州安吉县 《“双一”简志》是一部村

志，由中共安吉县递铺公社双一生产队支部、安吉县档案馆合编，１９６１年１月印行，３８页，简
装３２开本，篇目的名称、内容的安排、文字的表述，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虽然现存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乡镇志数量很少，但类型丰富 （有乡志、镇志、社志、村志），
篇目、体例、内容也不相类似 （《锦溪乡志》多依旧志写法，《南浔小志》则兼有民国之风，另两部志

书时代烙印深刻），修志的主体亦不相同 （既有私纂，也有公社、村组织编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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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凯著 《清代乡镇志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４年博士学位论文）等考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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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张强：《浅述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中国新方志的编纂规划、模式及程序》，《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反映出这一时期浙江镇村志编纂的多样性，呈现出总体上不活跃但也并不沉寂的状况。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镇村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编修，无论从志书的内容、修志的规模，还是参与
的人数来说，都远远超过往昔。当时全国已出版的３０部新编镇村志，多集中于南方，特别是江浙地
区。首轮修志中，浙江省已是全国出版镇村志最多的省份，据１９９２年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新编镇志６８
种、村志４６种，镇 （乡）志、村志成为浙江新志的两大系列。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乡镇经济迅
速发展，在浙江经济呈现出 “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镇村志的编纂则与之交相辉映。浙江省将

镇村志的编修、出版纳入浙江省名镇志集成、浙江省名村志集成与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至

１９９９年，浙江省出版新编镇 （乡）志６９种②，仍为全国出版乡镇志最多的省份。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延伸③，镇村志的编修发展迅速。从２０１５年
起，为助力全国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持续

实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全国的乡镇志、村志编修更是高潮迭起。仅２０１８
年，全国年内出版乡镇志、村志３３０多部。④ 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浙江累计出版乡镇街道志和村志
共约７０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以来，镇村志的编修数量超过此前的编修总和。

乡镇志与府、县志不同，自宋至民国，浙江镇志修纂的分布状况极不平衡，大多分布在当时

富饶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有的镇还一修再修，连绵不断。如明、清、民国间曾１４次
编修濮院镇志、１１次编修双林镇志。虽然镇志的编纂范围在不断扩张，但是总体而言，浙江其
他地区的镇志修得很少，历数百载而付之阙如的绝非少数。⑤ 镇村新志的编修不再如乡镇旧志编

修那样限于部分经济发达乡镇，各市都开展了或多或少的编修活动，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很

多市县出现了从少到多的趋势。镇村志的编修虽然有了扩散性的发展，但从地域分布看，各市所

修镇村志数量差距较大，各市内部覆盖面也大小不均，有的县区已实现 “镇镇修志”，有的正在

启动编修，有的尚处于空白之中，地域差异仍存在。１１个地级市中，温州、嘉兴、杭州的乡镇
志数量位居前三，金华、绍兴、杭州、宁波的村志数量居于前列，其中金华市的村志数量⑥占全

省村志总数近４０％。
不过，相比于乡镇村的数量，镇村志的覆盖率并不算高。据１９８５—２０１９年历年 《浙江统计

年鉴》数据统计，浙江省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历年的平均数分别约为１６００个和３５０００个。
若以１９８５—２０１８年间浙江全省编修乡镇志３００部、村志４００部来计算，乡镇志数量与乡镇数量
之比接近２０％，村志数量与村民委员会数量之比接近１２％。⑦ 其中，虽然村志的统计当远远小
于实际数⑧，正在编纂的村志数量亦是不少，但从现有数据看来，与村庄总数相比，已出版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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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桥主编：《浙江省名镇志·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村志中有谱借志名者，与严格意义上的村志有一定差距，这种现象在金华市较为突出。

乡镇村志数量与乡镇政府 （村民委员会）数量的比例，因存在两者统计口径不统一的问题，难以精确计算，

故只取相关数据的约略数，用于表示大致比例。

参见孙达人：《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兼论族谱、村志的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的仍是凤毛麟角。当然，随着乡镇村数量的减少①与镇村志编修的增加，镇村志与乡镇村数量之

比均在逐步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年浙江省各市镇村志数量表

志数／市别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合计

镇乡街道志数 ４３ ３１ ５９ ５６ ２９ ２９ １３ １８ ９ １３ １０ ３１０

村志数 ５３ ４７ １８ ５ ６ ５８ １４７ １８ ７ １１ ２４ ３９４

总计 ９６ ７８ ７７ ６１ ３５ ８７ １６０ ３６ １６ ２４ ３４ ７０４

　　１资料来源：浙江图书馆及各市县图书馆馆藏志书；各市县方志办提供的志书与材料；志
书作者和收藏者提供的志书与材料

２说明：以村志命名者多予收录；村史均未记入；因搜集渠道有限、统计截止时间 （２０１８
年）与今时接近，应有部分已出志书未能收录

二　编修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浙江镇村新志编修，与浙江的乡镇旧志一样，也有着起步早、起

点高的优势。建国以来的浙江镇村志编修仍然居于全国前列，并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创造了许多

“先例”。② 具体而言，浙江镇村新志的编修经历了形式、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在编修出版、体

例内容、组织方式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连绵不绝，编修出版呈现旺盛生命力

１编修延续性强，修志续志渐成常态。正是在多方协力的基础上，浙江乡镇志编修自１９８２
年起，村志编修自１９８７年起，再未中断，总体平稳，每年都有一定数量问世，并且随时间推移，
数量有所增加，展现出很强的延续性与生命力。其中，全省乡镇街道志 （含 《浙江省名镇志》

与 《浙江省名村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２８部，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有７９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有 ７４
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有１３０部；１０部 （含１０部）以上的１３个年份中，有７个出现在２０１０年以
后，２０１７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有 ２７部乡镇志问世。村志的编修，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有 １２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有７６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有１４８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有１５７部；且自１９９６年起，每
年都在１０部以上，再未少于此数；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均在２０部以上。

镇村新志中，既有纵贯古今的通志，也有接续前志的续志，其中通志占主体地位，这既是传

统使然，更因为多数乡镇村还是首次修志。间隔时间较短又连续修志的乡镇，以某个时段为时限

编修续志，这种情况虽在少数，却逐渐增多。参照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每２０年左右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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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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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年、２０１８年的浙江省乡镇政府分别为３２４０个、１８４４个、９０８个；村民委员会分别为４３３０７
个、４３５１６个、２４７１１个。
早在１９８８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学实习队的师生们就在温州大桥镇开展了镇志编纂；许亦江主编的天
台 《水南村志》（２００３）是中国较早由村民个人修撰、公开发行的村志；毛东武、毛兆丰两度主编的 《白

沙村志》（１９９１、２０１２），是中国较早以村为单位单独出版的村志与续志，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赵洪祝的关注；魏桥主编的 《浙江省名镇志》（１９９１）、《浙江省名村志》（１９９４）分别记述１６１个建制镇、
６０４个行政村的历史和现状，是乡镇志编纂的一种特殊形式，等等。



次志的规定，在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电子图书兴起、纸质图书保存条件日益改进的条件下，

编修续志也可能逐渐会成为乡镇村修志的 “新常态”。

２出版形式多样，公开精装电子化占据主流。就出版形式而言，乡镇志由油印稿到内部出
版，再到正式出版，乃至兼出电子本。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或８０年代早期，有不少油印手写稿
本。之后志书有公开出版的，也有非公开出版或印刷的，公开出版日益增多。在装帧方面，也表

现为由简本到精装本，３２开本到１６开本的发展趋势。曾经流行于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前期的３２开
精装本，自９０年代后期起已很少见到。印数方面，私纂的印数较少，以致于有些志书现已难见
到原本，只留存复印本。此外，自２００７年 《采荷街道志》采用全彩印后，有１０余本乡镇街道
志采用了高成本的全彩印刷，正文中的彩图、彩色照片配合文字，观感更佳，存史价值也更高。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阅读与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断改变，许多乡镇志不再只印刷纸制本，

也制作了电子本发行，随书附赠光盘，甚至上传至网站，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读志用志方式。如

浙江地方志网站的数字方志馆有 《浙江省名镇志》《浙江省名村志》可读，杭州数字方志馆有１０余部
乡镇志电子资源上传供阅读，舟山网上方志馆上传所有本市已出镇村志电子资源，并可直接下载。

３修志领域拓展，旧志整理等成果迭出。从乡镇志的修志领域而言，已从单一的编修新志，
进一步拓展到对原有旧志的整理。如湖州新市镇自古以来多次修志，从明正德十一年 （１５１６）至清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约４００年间有 《仙潭志》《仙潭后志》《新市镇续志》《新市镇再续志》，另

《仙潭文献》，共有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１９８８年的 《新市镇新志》与２００９年的 《新市

镇新志》先后出版。新志出版时，新市镇旧志被一起重新装订印刷，成为 《新市镇志集成》系列。

又如清道光 《渔闲小志》，于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浙江方志考》

诸多目录提要书中皆未著录，且国内外其他图书馆皆未有别本收藏，实为清代孤本乡镇志书。２０００
年，嘉兴市地方学者俞国林等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所藏志书稿本进行抄录，并加以影

印复制，该志方得重回故里。２００８年，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委会，推出了由吴上
德、杨耀祖等人整理的道光 《渔闲小志》校点注释本 （暨画册一本），发行１０００册。后来该志原
稿影印本收入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第四册。

他如台州市方志办影印了民国 《路桥志略》、慈溪市方志办出版了王清毅与岑华潮的 《余姚

六仓志》标点本、上虞市方志办出版了夏军波校续的民国 《松夏志》，等等。旧志整理工作在乡

镇志领域得到了更多关注，出现了更多的成果。然而浙江乡镇旧志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仍付诸阙

如，这是今后方志文献学研究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对象。

此外，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 （桐乡）《乌镇志》（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７）中文版出版后，英文版
也随之问世。《乌镇志》（英文版）是海内外第一本英文版志书，涵盖 《乌镇志》中文版除 “翰墨

清芬”篇目中古诗词等传统文学作品之外的所有内容。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日，《乌镇志》中、英文版亮
相世界互联网大会，并作为特别礼物赠送给与会重要嘉宾，开志书助力国家重大国际会议的先例。

（二）编纂得法，志书质量呈现整体优势

１体例体裁更趋完善。乡镇旧志的私纂性质使之带有浓厚的私家著述色彩，新编乡镇志较
旧乡镇志，其非区划性、私纂性的特点逐渐地消逝，与省、市、县 （区）志一样，具有区划性

和官修性。乡镇已成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行政政区，其行政区划十分明确，新编乡镇志的记述地

域范围也以本辖区为限，不再 “越境而书”。以官修居多的乡镇新志，在体例、篇目设计上减少

了随意性，体例结构更接近县志，更为整齐划一。多数志书采用章节体，前置概述、大事记，后

有附录、跋、编纂始末，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来记述区域内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套用市、县级志书的框架结构、篇目设置的情况，对于志书内容

７２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特点与价值述论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的完整性有一定助益，当然，若大量出现，也会产生面目单一，微观资料缺失等问题。

在笔者统计的约３００部乡镇街道新志中，有９０％以上设有大事记；约８０％设有概述和凡例、
设置人物等常规章节、收录照片和地图、采用表格；约７０％设有后记；约５０％设有丛录或附录。
可见诸体并用，体例更加完善，体裁更加完整。

相比而言，村志的编修，因村与行政建置的距离略远，编修内容较多体现出以本地村民为主

体。私人纂修也使志书体例内容呈现出更为多样、不拘一格的面貌，有的志谱结合，如永康

《连枝村谱志》，有的自创新体，如江山 《六家志》，有的则随意不羁，内容更是繁简悬殊。有些

村志将志与谱作了很好的结合，如永康的 《河头村志》。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村两委更多地介入修
志，政府主导模式渐占主体，村志体例也出现了一种向县志看齐的趋势。

２内容体量颇为可观。２１世纪以来的大部分镇村志的内容涵盖面广，凡涉及区域内的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容均有收录。各志所设篇目的规模、数量不同，但其构成大都涉及

自然环境、镇村建制、姓氏人口、土地、交通、商业、农业、工业、财税金融、镇村建设、党派

群团、基层政权组织、军事治安司法、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广播电视名胜、社会生活、方言、人

物、丛录等。架构的完整程度、内容的丰富程度，与县志相比毫不逊色。

要承载这么多内容，镇村志的单本规模和体量必然大幅增加，文字量由数万字向数百万字扩

张。２１世纪以来，１００万字以上的镇村志已屡见不鲜。① 目前所见篇幅最大的是２０１７年出版的
金华浦江 《黄宅镇志》，共５册，３２７６万字。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新修镇村志合并
计算，约有数亿字的篇幅。

３镇村特色得到提炼。乡镇虽小，却往往因其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特殊原因，而形成自身
特色，能把这些特色归纳提炼，正是志书最具使用价值所在。所以镇村志编纂者在提炼特色上不

遗余力，努力突出地方特色，讲好地方故事。

虽然体例向县志的趋同会削弱乡镇志的地方特色，然而，由于乡镇村新志的记述层次较低，

内容较为丰富，涵盖的范围较广，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内容往往会以升格、详记的方式加以突

出，因此使志书仍能保持一定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如海盐县 《澉浦镇志》，其中旨在反映地

方特色的卷、章就达到了一半篇幅。因我国唯一集山、海、湖于一体的风景区———南北湖坐落在

澉浦镇，故该志特设 “南北湖风景区”１卷，浓墨重彩地记述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又因澉浦镇靠
海，古代为著名的 “海防要津” “海塘重镇” “贸易良港”和 “产盐重地”，故在卷二设置了

“海塘” “盐业”两章，彰显澉浦的地方特色。② 王志邦主编的 《浦联村志》，突破传统编纂模

式，因地制宜，设置篇目，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开拓了浙江村志编纂的新模式。该志获得第八

届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劳乃强主编的 《龙游沐尘

乡志》在专题篇设置了５个专题，即红色足迹、畲乡风情、余绍宋在沐尘、沐尘水库和诗文选
辑，每个专题相当于一个分志，分别记述沐尘畲族乡的重要特色。如此结构，在体例设置上为记

叙该乡的特色内容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使之得以详细记载，充分展现。他如 《小营巷街道志》，

对１９５８年１月５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小营巷卫生工作作了专门记述；２０１５年版 《双林镇志》因双

林是绫绢古镇将 “蚕丝　绫绢　丝绸”升格为编，等等，都使镇村志的特色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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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杭州市，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出版的１０余部乡镇志均为数十万字，篇幅最大的 《桐庐镇志》６６万字，而之
后出版的约有１０部超百万字；又如湖州市１９８０年成稿的 《菱湖新志》约１０万字，２００９年出版的 《菱湖镇

志》有２４０万字。
参见沈松平：《关于当代乡镇志编修的思考》，《广西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４编纂方法更为扎实。浙江镇村志的编修者有着可贵的求真、探索精神，在社会调查、资
料考证方面不遗余力。早如１９５７年成稿的丽水龙泉 《锦溪乡志》，其纂者林福生曾于１９４４年被
派为浙江修志馆龙泉西乡一带的采访员。林在 《锦溪乡志·新编锦溪乡乡志起略》（即林福生自

序）中称，他在采访时是对应着县志体例，“摘要遵依省府颁定各县修志事例概要”，“以广多

采，不厌求详”。后编乡志时，“对凡在本乡之名胜及历代沿革以来照依县志科目所举，便如古

时风俗、科学、祠庙等等所见所闻，汇集锦溪纲纪一册”。因此，该志对乡情考查颇为细致，搜

罗颇广，资料来源颇丰，于府志、县志、山水志、家谱、童话、传说都有采用。近如２０１８年出
版的 《温州瓯海区南白象街道志》，随文配置了１２９张表格，在涵盖事物各个方面的同时，化繁
为简，文约事丰，集中表现了事物数量和动态变化的状况，较好地发挥了志书表体的功能，增强

了志书资料的容量和使用价值。难得的是，大量表格下方标注有 “资料来源于实地调查”“数据

来源于民间调查”字样，说明是编纂者亲自采集的。

对于搜集到的各类资料是否入志，编纂者也有一定的考量。如１９９４年出版的 《浦沿镇志》，

其有关历史部分的叙述，是在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宗谱等历史文献资料后写作而成的，一般都详细

的注明了资料来源，不仅注明了书名，而且注明了卷次和门类。其引用的资料都尽最大可能采用

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某些没有明确结论的问题，《浦沿镇志》详细了前人所说，不匆忙作出

结论。① 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志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同时，镇村志的编纂吸取了传统方志和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实践的经验，编纂者在修志的

步骤、方法上也越来越有章法。如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不仅按惯例查阅报刊、档案、图书、

县市志、旧志、家谱等资料，请相关镇村部门提供资料，还发布征集资料文告 （如宁海 《长街

镇志》等）、征集私人收藏 （如乐清 《黄华镇志》等），走访村民或召开村民座谈会 （如 《岩大

房村 （社区）志》等），赴兄弟镇村学习交流；有的还采用三级志书编修中的初审、复审和终审

（如建德 《寿昌镇志》）等多个环节，听取意见，以期提高志书质量。

（三）多方参与，共同推动镇村志发展

１政府重视修志，担当修志主体。与乡镇旧志相比，乡镇新志的编修，从编修主体看，政
府修志取代了私人修纂已成主要趋势，方志工作机构介入指导更成为常态。从具体操作看，一般

都由乡镇政府或党委、政府组成编纂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和保障等工作，下设编委办或临时

的修志办，选定主编和副主编，具体负责修志业务工作。私纂而成的乡镇新志相对较少，并有减

少的趋势。至２０１０年浙江湖州已成书的２５部乡镇志书中，由政府作为主体承担修志的有１３部，
占５２％。２０１８年全省出版的１５部乡镇志，则１００％由政府作为主体承担修志。

村志的编修略有不同，其编修多由县一级修志机构主导或村民自发的编修，编修区域主要集中在

经济发达的乡镇村，或者是城中村。但随着修志逐渐被纳入乡村文化建设的范畴以及方志机构的深度

介入，由村委会出资、方志机构指导的修志模式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只是不如乡镇志那样显著。

２民间基础深厚，学者乡民携手。深厚的史志编纂底蕴，悠久的乡镇志编修传统，发达的区
域经济，良好的人文环境，使浙江民间的镇村修志基础十分坚实。镇村小志，它不仅记载历史，更

凝聚着众多修志人多年的心血，热心文化、热爱乡土的乡民村民、学者专家等纷纷参与修志。

乡民修志。如湖州 《南浔小志》（１９６６年稿本）的编者张和孚是南浔镇人，从事工厂会计
等工作。嵊州 《谷来镇简志》《横路坑村志》的编者马善军是一位在杭州工作的 “８０后”，谷来
镇马村外横人，编有多种乡土书籍，并自费印制免费发给村民阅读；他热心乡里文化建设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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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志庭：《浦沿镇志·序》，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被多家媒体报道。景宁 《大赤篛村简志》是由４位耄耋老人合力编写的，老人最大的８６岁，最
小的８１岁……由当地人或近乡人编写镇村志的情况不胜枚举。虽然他们都是比较熟悉地情的乡
人，但要写成志书，并不是单单靠查找些资料、凭借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就可以的，很多信息需要

编纂者实地考察核实。除此之外，编纂者们还会开座谈会，听取镇里有阅历、有经历的老人家们

的意见，广征博采。涉及到相关部门的，会请各部门审阅过手稿。几经修改，最终才定稿，送出

版社出版。他们为修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学者修志。如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龚剑锋１９８９年撰嵊州 《开元镇简志》，虽然只有１９页内文，
约１４万字，但文省意赅，内容精炼，所记事物特色鲜明，辑考较备。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
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古建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的俞日霞，编纂了 《宁六村志》等数部绍兴村志。诸

暨 《枫桥史志》（１９９８）主编陈炳荣系枫桥镇人，抗日战争时曾就读国立西南联大，毕业于边务研
究所，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有 《诸暨县简志》等７０余万字著作。此外还有很多方志工作者同时也
是地方文史研究方面的学者，也积极地投身于镇村志的编修。更多的学者参与修志的方式，不是直

接编纂，而是为之提供资料或意见，为之作序或题词，为之评论或宣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

３方志部门介入，助推成效显著。从首轮修志始，浙江的方志部门就对镇村志的编修给予
很大的关注。省方志办人员少，无法顾及乡镇志，于是采取支持修志但不作规定要求的态度，并

创新了乡镇志的编修模式，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展 《浙江省名镇志》和 《浙江省名村志》的

编纂。以此为起点和代表，全省先后编纂 《东阳名村志》 《湖州市名村志》 《嘉善县乡镇志》

《文成乡镇志》等集镇、集村型的镇村志。往往一卷在手，即可了解、研究浙江或相关市县城镇

的现状、历史和各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编纂者的匠心独具，被收入志的名镇各呈异彩。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 《浙江省名镇志》和 《浙江省名村志》书成之后的二三十年里，浙江的乡

镇经济、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当时这些汇编在一起的名镇都纷纷单独修志，内容丰富，特色

鲜明，更为细致地记录了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成败得失。

１９９５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永康市河头村在永康联合召开中国乡村文化研讨会暨 《河头

村志》出版发行会议，探讨村志编纂模式。浙江这种农民自发地开展村志编修，被中国农民史

学家称为 “农民觉醒的一个标志”。这次会议对之后浙江村志的编修产生了重大影响。

２０１２年发布的 《浙江省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是唯一将镇村志编纂正式列入部署

的地方法规。该办法第二条规定：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其他志书和年鉴的组织编纂、管

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其他志书和年鉴，是指机关、社会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组织编纂的专业志、乡镇志、村志和专业年鉴等资料性文献。”该办

法对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内容进行了延展，在地方志工作与镇村志编纂之间架起制度化桥梁。

地方志部门介入程度越来越高，在其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市县志办则更为深入地介入到镇村志的编修中。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市县第二轮大
规模修志的过程中，有些县 （市）方志办主动将乡镇志编修纳入常规工作，大力推进，效果明

显。如２００７年嘉善县县委办县府办合发的 《续修 〈嘉善县志〉工作实施方案》中要求：“各镇、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续修或新修乡镇志与专业志 （规划名单附后），有条件的镇要选择一个村编

村志。”并附编修镇志规划１１部 （魏塘镇 〈续修〉、西塘镇 〈续修〉、干窑镇、大云镇、丁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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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不完全统计，近３０年来，十多位著名学者为数十部浙江镇村志作序题跋，如浙江大学陈桥驿、毛昭晰、
孙达人、李志庭、金普森，南开大学来新夏，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复旦大学葛剑雄，上海交通大学黄

良余，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裕民，等等。



洪溪镇、姚庄镇、陶庄镇、惠民镇、天凝镇、杨庙镇）。截至２０１８年，这１１部志书全部完成出
版。柯桥区史志办则构筑区、镇、村三级修志体系，全域编修镇村志，抢救乡村记忆，先后牵头

完成 《钱清镇志》《兰亭镇志》《福全镇志》等１４部镇志的编修，实现 “镇镇有志”，其中 《钱

清镇志》入选首批 “中国名镇志”。

同时，方志工作者亦在镇村志编修中施展专业之长，主持或参与大量志书的编纂。有的担任

主编、副主编、总纂，有的担任顾问、评审，有的为志书写序，有的提供资料。如省方志办魏桥

曾先后为十余部镇村志作序，永康市方志办应宝容担任十余部村志顾问。也有的以县志编纂的

“原班人马”集体承担镇村志编修，如诸暨市地方志办公室抽调骨干成立编纂委员会，多方搜集

整理资料，历时两年编成诸暨 《岭北镇志》。仓修良在 《方志学通论》中指出，修志人员的素质

决定着志书的质量，主编得人是一部志书成功的关键。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要有很强的责

任心和敬业精神。方志工作者将市县志编纂的方法和经验带入镇村志编纂，对镇村志的的体例篇

目、编纂方法等产生较大影响，为保证浙江镇村志的整体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①

当然，镇村志的编修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资料审核不严，错误较多；有的以内容极简，空

有志名；有的志书不定例规，随意安排各篇章及其上下限；有的缺乏基本史识，对传闻不加考证

照搬入志，等等。各种问题造成志书的不严谨、不规范、质量难以保证，以至于不可信、不可

用、价值难以发挥。同时，在编修出版方面也存在一些困局，或因重视不够，或因经费不足，或

因人手缺乏，影响了编修和出版。此外，对志书的收藏利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浙江图书馆一直很

重视地方志的收集，长期以来，借助省市县各级图书馆系统收藏了大量镇村志，存有新修浙江镇

村志约３００部。各市县图书馆也有一定的存量，但多寡有别。方志系统近年来逐渐重视，存本有
所增加。虽然如此，有的志稿现在只能见到存目，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方志机构，都没有收藏；有

的私修志书，只有作者和村委各有存本，甚至不少街道乡镇组织编纂的志书，公共机构中都无法

找到。存藏不足，电子化程度不高，必然造成用志的局限性，影响志书价值的发挥。

三　编修价值
乡镇志是记载县以下相应基层区划综合情况的志书，是地方志书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乡镇志

作为较小区域单位的方志，许多具体内容为州府志乘所未备，有拾遗补阙的作用；有的一再纂

辑，延续数百年，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更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学科价值，在中国方志史上有其

一席之地。乡镇旧志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认可和发挥，新修镇村志的价值则正在显现和等待发

掘，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更为重要和全面的体现。

镇村志编修意义重大，价值无限，已有学人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我们就不再面

面俱到，而是取其文献价值作一简要关注，并略及其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

（一）文献价值

毋庸置疑，方志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和立论基础，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来受到学者

的重视。在编纂者们扎实勤勉的工作下，浙江省建国后编修的大部分镇村志内容丰富，史料充沛。其

中保存的文献资料，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社会经济、风俗文化、地方学术等各方面研究的重要材料。

１各类研究的重要材料。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地域辽阔，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经济发
展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想研究某一地具体的社会经济史，就不可避免的要到当地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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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不完全统计，近３０年来，约３０位方志办工作者担任了５０余部镇村志的主编。其中，王志邦 （曾任职于浙江省
地方志办公室）、俞尚曦 （桐乡市地方志办公室）、毛东武 （江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均主编了多部镇村志。



书中去寻找相关的史料。因此，乡镇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故鼎新，社会巨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相比旧志，新修

的各类地方志对于社会经济情况的记载本就更为重视，镇村志也不例外，并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为

我们了解和研究现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经济”“社会”是常设篇目，工业、

农业、商业、金融等经济内容，社区服务、社会治理、计划生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

内容，在镇村志中多有体现。在镇村志中，相关资料的收集也较为全面和细致。改革开放中的经

济改革、经济建设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镇村志书记载的重点，大经济与细资料在镇村志中
的结合，使这一历史时段内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好的记录，改革成效得到很好的彰显。有的镇村志

中设有 “社区志”“人物志”。它们不但记录了昔日的农村如何发展为城市、昔日的农民如何变

身为市民的过程，而且向读者展示，昔日的集体经济如何孕育出一批在今日市场竞争中具有举足

轻重地位的企业，如何培育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创业者、实干家。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创业史入志，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表现，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

风俗文化研究。风俗文化，是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风尚服饰、饮食文化、社会生活、婚丧嫁娶、舟车行止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地方志就

中有许多这方面的细致又琐碎的记载，乡镇志书对风俗的记载则往往比其他史书中更为详细和具

体。乡镇旧志中，就载有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礼仪民俗，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也有传

统农业社会中与１２个月份相关的岁时民俗。新修镇村志对风俗文化的记述更加重视，在篇目设
置上几乎没有缺漏 “风俗”或 “民俗”的，内容也占较大的比例。“尤以一乡习俗，琐细之事，

民风礼俗之变易，由此可鉴。”① 浙江镇村志中蕴含的大量地方风俗，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社会内

容，涉及到许多底层人们的生活，对当地风俗文化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同时也是江

南地区风俗的缩影，能为中国风俗文化史的研究提供地域性的案例。

地方史志研究。镇村志包含的地方志内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并常常成为研究的线索，

有益于方志发展史的研究。许多志书中整理和保存了当地的历代修志情况，如 《塘栖镇志》收

录历代修志简况；《新市镇新志》“文献卷”中收录历代修志情况、历代志书内容提要、历代志

书序跋文；《南浔文献新志》（２０００年４月内部印发）有历代镇志编纂附录；《双林镇志》有双
林历代及当代镇志一览表，收录自明万历 《双林笔记》起的１６部镇志，等等。此外，我们通过
温岭 《新河镇志》（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记录的内容，得知前有清代贡生沈文露撰 《新河志》２
卷 （已佚）、１９９１年西门梁绍文撰 《新河镇志参考稿》，按这个线索，增补了清代浙江乡镇志已

佚志书一部、当代浙江乡镇志稿一部。

镇村志对于地方史研究亦是重要的资料。《笕桥镇志》“建置志”把该地的社会史追溯到良

渚文化时期，通贯古今；“民俗志”“文体志”记载关于防风氏传说和纪念活动，对杭州史前史

的研究有重大价值。清代著名学者李富孙，其事迹除见于 《清史稿》卷４８２、《清史列传》卷６９
之外，还可以在光绪 《梅里志》卷１０、宣统 《梅里备志》卷４找到其传记，这样就能补足正史
传记中的不足。地方志记载有时候比正史文献记载更加的翔实，有的甚至还能校正其他文献的错

误之处。浙江镇村新志中，不仅在人物篇章下对当地名人搜罗颇全，介绍颇细，还在 《艺文》

类目下，为了彰显本地的文教成果，突出本地的文教氛围，往往收集了本地学者的大量诗文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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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藕汀：《南浔小志·序》，赞张和孚１９６６年所编 《南浔小志》“续周氏以清末为断，数十年来，陵谷沧桑，

可以见其梗概，尤以一乡习俗，琐细之事，民风礼俗之变易，由此可鉴……”。转引自朱从亮纂辑、朱仰高

校勘：《南浔文南新志》，２０００年，第３１９页。



作。通过对这一块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充实对学者的认识，补充其完整的图书目录，这样对其

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时，才会更加的全面具体。尤其是研究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学术活动、

学术著述、学术思想，这些资料，除了在人物的自传，作品集中进行收集和整理，地方志也是研

究学术人物、学术著作所不可忽视的资料。

２基层社会的生动缩影。浙江镇村新志多数统贯古今，穿越时空，记述今日繁华的悠远历史。
如笕桥镇本是以农耕为主业的近效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迅速城市化。清代诗人屠倬所描写的笕

桥农村春冬的景象——— “荷锄有黄发，采桑多绿鬓”，“田树余桑柘，村居半药笼”，如今已经看不

见了。但是镇志的编撰者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忠实记录的笕桥镇农耕文化，不仅见于 “土地志”

“农业志”“土物志”“民俗志”，还散见于 “社区志”“人口志”。这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给寻根

的新一代笕桥人和海内外赤子提供了线索和帮助。① 兰溪 《女埠镇志》（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重视
基本地情，用重笔记述社会、人文部类。对政区、山水、土地、居民、氏族、风俗等立专卷作过细

的记述。其中专设氏族卷，使全镇５５个主要氏族之源流、迁徙、构成、聚落、族规、宗祠、家谱、
家训等得以存。临海 《杜桥志》除卷前彩页之外，还于卷末设置了 “历史留影”，收录各类老照片

１９４帧，生动地展示各时期人民的生活，很是珍贵。而大多数镇村志都记录该镇村老百姓的吃穿住
行娱，用文字、图片、表格等，展示出基层社会的原貌。恰如 《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在 《柯桥

区村志丛书·总序》中所说，村志有四个特点：“一是最接地气。它是府 （市）、县、镇 （乡）志

的基础，是地理地名、山水名胜、方物名产、民俗风情的源头。二是最有人气。这一个村庄、数个

聚落，一个姓氏、数户人家，祖祖辈辈，薪火相传，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

关心。三是最聚文气。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桥一路，往往有一个典故，或一种传

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翔实可信。四是极富生气。本地人写本地事，记古代，如数家珍，

犹如历历在目；记现代，桩桩件件，都觉鲜活如生；记眼前，暗露自信，充满前瞻性。”②

（二）社会价值

数量众多的乡镇志，为留住乡土记忆、接续传统文脉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为乡村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历史参考与文化动力，获得普遍认同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１记录经验教训以资借鉴。“理解昨天是把握今天的一把钥匙，昨天的经验和教训是避免今
天重蹈覆辙的最好借鉴。”③ 历史发展道路曲折，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其中有许

多经验教训，需要做历史记录，以资后人借鉴。

浙江镇村志不仅翔实地记录历史，更着重记录当代现实；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

们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史实，同时又如实记录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由于 “左”的干扰，所走过

的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有的镇村志专设 “文化大革命”章节，较为详细地叙述了 “文化大

革命”中发生的事件，描述了阶级斗争宽泛化的现象；有的镇村志对人民公社期间的农业经营、

工分制度、粮食分配、社会生活等做了全面记述，对大办集体食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的问

题做了如实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镇村志书突出记述了改革、开放、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

详细过程。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偏差、环境污染等各种问题也没有回避，而是基于确凿的

历史事实，通过详尽的统计资料，记录于志书之中。

如今，对镇村悠久的历史很多人并不深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历，不仅年轻人

３３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特点与价值述论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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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毛昭晰：《笕桥镇志·序》，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
傅振照：《柯桥区村志丛书·总序》，《杨家桥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１０４年。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页。



有所不知，就是年长者也遂渐淡忘。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是一部十分难得又无法替代的

生活教科书。有学者这样说，镇村志最有价值、最应当引起编撰工作者和一般学者重视的优点就

在于：它充分记录该村所取得的成绩之时，没有忽略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问题。① 在２０１９年６
月１日出版的第１１期 《求是》杂志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文章 《把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总抓手》，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这个规律，就

来源于实践与总结。因此，一部部纵贯古今，明古详今，内容充实，体例完善的镇村志问世，其

价值和意义是长效的，是无法估量的。②

２发掘经济人文价值服务社会。镇村志的丰富内容，不仅是学者探索研究的宝库，而且有
着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实用价值。

如位于松阳和遂昌交界处的界首村，依山傍水，偎依在松阴溪北岸，呈腰带形状。村中保存

着一条完整的古驿道，以驿道为主线，两边坐落着驿站、祠堂、学堂、民居、禹王宫、圆拱门、

牌坊等明清古建筑群。界首村２００６年被省政府批准为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村，当年村民自发，
并由县志办洪关旺主编１８万字 《界首村志》。这是松阳县第一部村志，在界首村的日后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村两委依据村志记载，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保护并恢复古驿道和明清

古建筑群，保留了古村落的历史格局和传统风貌，美化了环境，带动了旅游，增加了村民收益。

２０１３年６月界首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２０１４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又如嘉兴 《余新镇志》中对 “源大”米行史料的记载，帮助 “源大”成

功申请为浙江省老字号。“源大”米行创于１９４１年，其第三代传人赵建祥根据余新镇政府编纂
的 《余新镇志》有关 “源大”米行的详细记载 （如书中记载的 “源大”米行老板就是他的爷爷

赵泉有），请镇政府出具有关 “源大”米行的资料档案。这张档案证明为 “源大”成功申请

“浙江老字号”提供有力支撑，起到了重要作用。意识到志书价值后，这家老字号还主动开展

“源大”史志的编写。③ 在 《余新镇志》记载的 “建国初期余新镇商铺１３９家”中，“源大”是
第一家恢复经营并成功申报 “浙江老字号”的品牌。今后，或许会有更多的品牌从志书中走出

来、活起来，创造出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３培养地情专家培育爱乡情怀。镇村志的编修对于培养地情专家、激发爱乡情怀也有着积极
作用。通过镇村志编修，集聚了一批熟悉和了解乡镇村情况的基层工作者，对于他们尽快熟悉地方

情况，理清当地的历史脉络，制定出今后的发展规划，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修志中培养出来的存真求

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亦将有益于参编者从事地情研究和其他工作。

在镇村志编修过程中，大量乡民参与其中，接受采访，提供资料，给予资助；有不少村志收录每

一位村民姓名、家族的变迁情况，甚至为每家每户拍摄留影或留下话语，村民被一一书写于志书之中。

编修的过程与成志的结果，让更多关注 “小家”的乡民融入到 “大家”之中，充分感受到家乡发展，

爱乡之情油然而生，强烈的参与感与自豪感激励着他们更加关心镇村集体的发展，更加热情地投入到

家乡的的建设之中。所以，金普森在 《南岸村志·序》中说：“小志记载的资料，较之在志来说，更

具体、翔实，更亲切、感人，在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方面更具激励作用，甚至超越大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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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价值

方志的文献属性与文献价值，一直得到充分肯定。但在近年的研究中，“文献”经常被当作

“文本”来看待，地方志亦作为 “文本”被研究者所关注。若将镇村志作为文本看待，仅考察其

序跋，就可以看到志书文本价值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镇村志文本表现的方志学发展与争鸣。前文提及，有许多学者为浙江镇村志书作序。作
为文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志书这些序跋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思想，其中关于志书质量、编

纂方法、志书价值等问题的讨论，可以考察到方志学发展状况与学者之间的理念争鸣。

关于乡镇志的编修规模。严济慈曾在 《浙江省名镇志·序》中称：“有此一编足可抵百部之

乡镇志也。此亦为编纂新方志之一创举，以免乡乡镇镇修志，徒费人力物力。”① 魏桥在 《武义

柳城镇志·序》中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镇志，现在并不要求普遍编修，应从各地实际情况出

发，量力而行。”② 葛剑雄在 《笕桥镇志·序》中指出：“新编乡镇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

待增加和提高。”③ 陈桥驿则在 《盛陵村志·序》中明确提出：“从比较长远的要求来说，每一

个市县除了市县志的修纂以外，还应该做到镇镇有志，村村有志。”④ 可以看到，对于乡镇志书

总体规模的把握，有不同的意见在志书中呈现，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

展，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和志书价值的展现，而逐步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正如钱永兴在 《溪

里方村志·序》中所说，改革开放解决了村志编修的思想和观念问题，一轮修志为村志编修提

供了舆论和理论支持，而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村民经济收入增加则为村志的编修提供了物质上的

保证。一轮修志以后大批村志的编修出版，正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⑤

关于现有志书的编修质量。有很多学者在镇村志中对志书质量进行了客观评价和原因分析。

如傅振伦在 《新登镇志·跋》中从整体到篇章细致地分析了志书优点与不足，实际上也是对他

心目中的佳志作出了期待。李志庭在 《浦沿镇志·序》中指出了该志的特点，对有些志书随意

采用资料提出批评，对佳作提出了基本要求，一是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二是具有全面性和系统

性。陈桥驿在 《枫桥史志·序》中称，“修志当然以官修为主，但私修也值得提倡”，并指出官

修志书存在机构臃肿、人员冗杂、专家参与少等弊端，呼吁让更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者参与到

志书编纂中来，以提升志书质量，减少无益消耗。⑥ 葛剑雄在 《笕桥镇志·序》中对新编乡镇志

的质量不佳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并分析了主要原因。他说：“真正内容丰富，质量上乘而又能传世

的乡镇志还是少数。一方面，本乡镇的人才毕竟有限，本乡镇的人才中愿意并能够踏踏实实为本地

编志书的人更少。另一方面，编成的志书未必能出版，也未必能引起外界的重视，能够流传至今的

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所有的乡镇政府都能重视，也并非所有的乡镇

都能找到称职的主编和编纂人员，因而新编乡镇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待增加和提高。”⑦

关于志书的范本问题。在志书的序与评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评析志书的优点之后，

给出此志 “堪称典范”，可以作为 “范本”的评价，作为一种赞赏，也是一种期待。但也有人

认为村志 “永远不会有什么 ‘样板’或 ‘范本’，没有情况相同的村，也决不会有具体内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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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村志”①。后者的观点看似标新立异，实则二者并未针锋相对，而是各有所指。前者鼓励志书努

力提升志质量，达到一定的规范，后者则鼓励志书努力提升特色，反对 “千志一面”的照搬照抄。

２镇村志文本展现的主观建构与客观反映。有学者认为，各种地方文献既是地方历史的记
录，又是地方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固然是区域社会经济变动和地方势力升降的客观

反映，同时，它的内容、形式及其出台、流传的过程本身就有主观建构与叙述的成分。②

体现主创思想。“文本化”的志书包含着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志书的主创 （团队）各有其

修志宗旨、编纂思想，在志书中以不同的篇目设置、内容安排来体现，渗透于志书的每一个角

落。如镇村志对历次运动的记录，详略差距很大；叙述时所采用的语言方式，也有着明显差异。

这与编纂者的亲身经历和沉重回忆密切相关，也与全社会对于历史反思的认识密切相关。对同一

历史时期给予详略不同记述，是编纂者的主观建构在志书文本中的客观反映，也体现出不同编纂

层级③对修志内容的掌控和影响。

即便如志书资料的来源这样的小细节，也有着不同的诠释方式。镇村志资料来源广泛，一般

志书仅于凡例中简要说明，主要来源档案、史志、谱牒、口碑、调查等，但具体源于何处却不得

而知。浙江乡镇志自萧山 《瓜沥镇志》（１９８６年内部印刷）开始，有具体信息的参考资料列于
志末，至２０１８年共有１０余部采用此例，还有少量志书在内文中引用资料时直接注出来源。这些
志书在出书时间、所属地域、出版形式等方面并无明显规律，因此大致可以知道，参考资料设置

与否、注释到何种程度，主要是依据志书主编或编修团队对资料来源价值的判断。

引导修志观念。志书所具备的历史文本属性施加给人们的影响力是长远而深入的。以村志为

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村域经济得到了迅猛的

发展。村域经济的发展，唤醒村民们的村域价值意识和文化意识。关注本土经验，重视乡土民

生，弘扬村域文化，成为村官和村民的共同追求。村志，作为村域文化重要、典型的载体，自然

受到青睐和重视。于是村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一个村不但要有家谱和宗谱，以载述一家

一族的历史，而且还要有村志，以载述一村的全史。④ 一种观念在一个群体中仅用短短数十年就

培育初成，是很不容易的，足见村志与社会发展、人们需求的高度契合。通过大量的修志活动、

志书的传播和内容的引导，村志或许能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表达方式，长久地伴随着村庄发展，

根深蒂固于村民的思想之中。文本展示出强大而绵长的力量，不容小觑。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浙江的镇村志编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今不论是数

量、质量，还是影响力，镇村志都是一种相当有份量的志书品类和文化产品。我们作抛砖引玉之

谈，期待今后有更多学者对镇村志进行深入的整理、分析和研究，为镇村志编纂提供有益参考，

让镇村志在乡村建设、文明传承中更好地发挥出应有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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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世春：《何麻车村志·序》，何麻车村志编纂委员会编，《何麻车村志》１９９８年。
参见谢宏维：《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除了纯粹私修的志书以外，很多志书有着多层级的编纂组织。如编纂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编纂单位、

编纂室，等等，它们对志书形式和内容有着不同程度掌控和影响。

参见钱永兴：《溪里方村志·序》，溪里方村志编纂委员编，《溪里方村志》，２００９年。


